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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内涵、研究议题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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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次从意义的感知性、情境性和互动性出发，系统地剖析了品牌意义这一新

兴营销学术语的内涵和研究议题。品牌意义是个体层面感知的表征，是整体层面文化建构的产

物，更是不同主体经过社会谈判过程而赋予品牌的一种特有的、不断发展的情感和认知理解。

品牌意义与品牌联想、品牌形象、品牌识别、品牌文化和品牌个性等概念有着紧密联系却又存

在显著差异。在剖析品牌意义内涵的基础上，本研究梳理了数字化情境下品牌意义的研究议

题。数字化为品牌意义带来了全新的底层逻辑，品牌意义共创、品牌意义消解、品牌意义重塑成

为数字化时代三个新兴的研究议题。文章最后对品牌意义在数字化环境下的演变过程进行了

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研究有助于理论界更好地理解品牌意义的复

杂本质及其在数字化情境下的全新议题，在品牌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为传

统品牌管理提供数字化情境下的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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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随着ICT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数字化正在重构传统广告业，Wunderman等新兴数

字营销公司不断崛起，而智威汤逊、奥美等传统4A公司则整体日趋没落。新兴的MCN（multi-
channel network）携诸多网红正在整合众多专业生成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PGC），在此过程中，“品牌意义”（brand meaning）正日益取代“品牌定位”“品牌特性”等传统品

牌概念，成为数字化时代实业界和理论界共同频繁提及的一个新兴营销学术语。品牌是“意义”
的集合（Merrilees等，2016），与品牌定位回答“品牌是谁”不同，品牌意义主要回答“品牌是什

么”的根本性问题（Merrilees等，2016）。品牌意义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搭建起紧密的联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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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所以用特定的品牌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并不是因为品牌所做的承诺，而是因为品牌所体现

的“意义”（Adi等，2015）。在传统工业时代，企业通过“品牌定位”就可以形成品牌区隔、建立竞

争优势（Keller，2013），“品牌意义”的重要性并未凸显出来。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碎片化、营销

精准化、互动社交化等都为品牌传播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环境，数字化赋予了品牌全新的互动

性、透明性和匿名性，品牌意义作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媒介，其重要性逐步凸显出来

（Tierney等，2016）。强势品牌不仅是一种产品或服务，更是一组独特的公司承诺和顾客感知、

互动和体验，这些因素作为意义的集合影响着长期的品牌关系。然而，尽管企业家和学者们在

报告和文献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品牌意义”这一术语，但由于“意义”本身的多重特性，品牌意义

正在成为一个人所共知又莫衷一是的概念。意义具有感知性、情境性和互动性等特性，意义既

取决于个体的态度、经验、情感和活动（Singh Gaur等，2011），也与情境相关（Chandler和Vargo，
2011），更取决于谁来表达以及如何、何时、何地表达（Tierney等，2016）。同时，个体不是被动地

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在与客体互动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意义和理解（Allen等，2008）。意义

的上述特点使品牌意义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尽管理论界和实业界人士在文献和报告中经常

使用“品牌意义”一词，但是明确和仔细地考虑这个概念内涵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不仅如此，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化带来了全新的品牌意义底层逻辑，数字化对意义的感知性、情境性

和互动性等本质特性都形成了颠覆性冲击，品牌意义相关研究面临着数字化的全新情境

（Tierney等，2016）。
简言之，品牌意义正逐步从一个模糊的概念成为一个新兴的营销学术语，但现有营销学文

献对品牌意义的内涵尚缺乏充分的探讨，尤其是数字化这一全新情境下的品牌意义相关研究

议题仍然处于早期分散、模糊的状态。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剖析品牌意义的内涵，梳理数字化情

境下的品牌意义研究议题等，以期通过文献述评使理论界更好地理解品牌意义，在理论研究和

商业实践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为传统品牌管理提供数字化情境下的新启示。

二、  品牌意义的内涵

为了清楚地呈现品牌意义的来龙去脉，并回答品牌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本文从品牌意义的

纵向演变和与相关概念的横向比较两个维度梳理品牌意义的内涵。

（一）品牌意义的纵向演变

学者们先后从意义的感知性、情境性和互动性等特性出发形成了多样化的品牌意义认识。

1. 基于个体层面的感知视角品牌意义

营销学者最先从个体层面的感知视角出发界定品牌意义。品牌意义由参与过程的参与者

确定（O’Reilly和Kerrigan，2013），特别是随着服务主导（S-D）逻辑的出现，“品牌没有任何意

义，是个体创造自己的意义”（Berthon等，2009）似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但这种绝对的个体感知

观点使实业界无所适从。一个折中的观点是，从意义的感知性出发，品牌意义是消费者个体心

目中所形成的关于品牌联想的完整网络（Batra，2019），是指消费者记忆中名字、形象和认知之

间的心理联系（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品牌意义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系列基本要素的

组合，主要包括品牌的语义和象征性特征（Batey，2008）。这种品牌意义观点揭示了消费者个体

的品牌意义生成路径，即消费者以品牌知识为中介（Wilson等，2014），通过对品牌基本要素的

识别、记忆、回忆，在其心智中形成神经联想网络，继而引出不同的意义（Berthon等，2009）。
随着消费者个体不断接触到新知识，并根据情境和特质处理相关信息，品牌意义逐渐发展

（Wilson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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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体层面的感知视角界定品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品牌意义的内涵和生成路

径，凸显了品牌意义的感知性，为品牌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观点

仅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品牌意义，既忽略了品牌意义的广泛文化情境，也没有考虑利益相

关者的广泛网络，因而是一种较为朴素的品牌意义认知。

2. 基于整体层面的文化视角品牌意义

与强调个体层面的品牌感知不同，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意义的情境性，消费者的认知和情感

塑造反映了群体和个体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其所产生的意义不是静态的，而是渐进的

（O’Reilly和Kerrigan，2013）。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化而演变

（Hollenbeck等，2008），营销学者进而提出从更广泛的整体层面的文化视角出发界定品牌意义

（Gilbreath，2019）。
从整体层面的文化视角出发，品牌意义受文化和语境的双重影响，是文化建构的产物（Al-

Mutawa，2013）。即品牌方在周围文化中寻找与消费者相关的意义，并通过广告和时尚系统将

这些意义转移到他们的产品中（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消费者以特定的认知塑造品

牌意义，以反映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情境（Torelli等，2012）。品牌方和消费者通过拥有、交换、

梳理和撤回等来理解这些意义（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人文世界扮演着品牌意义库

的角色，而广告则是将这些意义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主要工具。广告可以将品牌和其他一些被

广泛接受的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符号（例如，适当的音调、节奏、镜头方向、旁白等）结合在一

起，然后这种特定的文化意义（例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种族）就成为品牌的一部分。当消费

者购买该品牌时，同样的意义就从品牌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就是消费者优先购买该品牌的原

因。但消费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品牌信息，而是通过认知和特质塑造意义，以反映自己的社会

文化状况（Torelli等，2012）。
基于整体层面文化视角的品牌意义界定有效地揭示了品牌意义的来源，然而，这些文献几

乎无法洞察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可能产生多种品牌叙

述，进而导致品牌意义偏离组织意图。此外，这种观点并没有解决分歧对品牌意义所依赖的组

织价值的影响，而是主要关注消费者—品牌联系的认知和情感方面，而不是分歧如何影响品牌

意义及其随时间的演变。因此，一些学者转而关注意义的互动性，进而从多主体互动的过程视

角探讨品牌意义。

3. 基于多主体层面的符号互动主义视角品牌意义

从多主体层面的符号互动主义视角出发，品牌意义被认为是多个参与者之间互动交流和

社会协商过程的结果（Vallaster和Von Wallpach，2013），是指由于社会协商过程而归因于品牌

的特殊和不断演变的情感和认知理解（Tierney等，2016）。这种观点假设品牌意义既不受企业

的控制（Saleem和Iglesias，2016；Cova和Paranque，2016），也不被消费者被动地接受

（Gaustad等，2018）。相反，它是社会协商（Von Wallpach等，2017）、多方面（Berthon等，2009）以
及多个参与者之间互动和交流的结果（Hatch和Schultz，2010）。不仅如此，这些互动不是线性和

可预测的，而是多重而复杂的（Kjellberg和Helgesson，2007），并嵌入相互依存的、相关的和动态

的过程中，这些过程构成了价值和意义（Vargo等，2015）。
在实践中，品牌方开发预期的品牌意义，并通过广告活动和媒体的可见性进行沟通

（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消费者解读营销经理传达的品牌意义（Tarnovskaya和
Biedenbach，2018）。消费者通过“接受”意义并与个人生活状况之间对话来接纳它或积极地改

变它（Belboula和Ackermann，2019）。最终，品牌方和消费者通过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互动，将这

些个体建构的品牌意义提升到品牌意义谈判中（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品牌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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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参与者之间持续的交流和消费实践塑造的（Al-Mutawa，2013），这使得品牌意义成为

一种可延展的资源，也即品牌意义从个体层面感知的“交换意义”转变为多个参与者互动的“互
动意义”。符号互动主义视角提供了关于品牌意义的更全面的观点，为理解在营销、个人和社交

环境动态系统中的品牌意义创造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基础（Rosenthal和Brito，201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学者从意义的不同特性出发，从个体、整体、多主体三个层面

对品牌意义形成了多样化的认识（参见图1）。品牌意义是个体层面感知的表征，是整体层面文

化建构的产物，更是不同主体经过社会谈判过程而赋予品牌的一种特有的、不断发展的情感和

认知理解。
 
 

整体层面

多主体层面

个体层面

互动意义 多主体 互动性

情境性

感知性

情境

个体

协商、学习

互动、介绍

阐释、理解

激活、暗喻

文化建构

广告灌输

感知意义

交换意义

图 1    品牌意义内涵模型
 

（二）品牌意义与相关概念的横向比较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品牌意义的内涵，本研究将对品牌意义与品牌联想（brand association）、
品牌形象（brand image）、品牌识别（brand identity）、品牌文化（brand culture）和品牌个性（brand
personality）这几个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1. 品牌意义与品牌联想

品牌联想是与记忆中的品牌节点相联想的其他信息节点，包含了品牌对于消费者的意义

（Keller，2013）。一个品牌联想的优势和实力可能会受到记忆中其他品牌联想的影响。品牌联想

之间的一致性决定了品牌形象的“凝聚力”，即品牌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由具有共同意义的联想

或联想子集来表征（Keller，2013）。而品牌意义的一个标准解释将其视为消费者心目中品牌联

想的完整网络（Batra，2019）。因此，品牌意义来源于有效的品牌联想，即品牌联想是品牌意义

形成的重要渠道（Merrilees等，2016）。
2. 品牌意义与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是指企业或其某个品牌在市场上、在社会公众心中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它体现了

公众特别是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与认知（Chinomona，2016）。企业会基于不同的资产和能力发

展其品牌形象，进而在消费者心目中创造出品牌特有的意义（Xara-Brasil等，2018）。而消费者

从各种渠道获取企业塑造的品牌形象，并根据其形象的一致与否强化或者减弱品牌意义，或者

说，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品牌形象更能强化品牌意义（Torres和Bijmolt，2009）。因此，品牌形象

是品牌意义形成的重要载体之一（Hjelmgren，2016）。
3. 品牌意义与品牌识别

品牌文献将品牌识别描述为品牌的独特性和基本理念，使品牌具有个性的精神、目标和价

值观（De Chernatony，2010）。品牌识别的本质就是对品牌个性、一致性、价值观和设计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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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组织回答（Xara-Brasil等，2018）。在考虑品牌选择时，有太多的选择可供消费者努力找

出什么使某一特定品牌具有特殊性（Kapferrer，2008）。品牌识别是有效区分和管理品牌的一种

重要工具（Keller，2008），管理者应建立并保持清晰一致的品牌识别，以便品牌可以作为消费者

的稳定参考（Aaker，1996）。因此，这种观点倾向于将品牌识别定义为一种内部结构，这种结构

是由组织单方面产生的——管理者希望品牌成为什么样的品牌，并且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保

持稳定（Kapferrer，2008）。而品牌意义是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相比于品牌识别

的片面性、稳定性，品牌意义更加全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发生变化（Batra，2019）。同
时，品牌识别也是品牌意义形成的重要载体之一（Michel，2017）。

4. 品牌意义与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是指影响品牌在市场中的意义的品牌历史、形象、神话、艺术、戏剧的文化维度或

规范（Schembri和Latimer，2016）。除了品牌识别和品牌形象，品牌文化是理解品牌意义和品牌

创造的必要补充条件（Schroeder，2015）。消费者赋予品牌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品牌形象的投

射结果，而是一个在营销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Schroeder，2009）。
我们生活在一个品牌化的世界里，品牌赋予文化以意义（Fournier和Alvarez，2019），品牌文化

为理解情境下的品牌意义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基础（Al-Mutawa，2013），即通过文

化、历史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为品牌注入丰富的意义。也就是说，品牌文化影响品牌意义的塑

造，是品牌意义形成的又一个重要载体（Schembri和Latimer，2016）。
5. 品牌意义与品牌个性

品牌个性是指与品牌相关的一系列人类特征（Heine，2010），常用作“品牌身份棱镜”
（Kapferrer，2008），同时还是品牌识别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品牌识别的核心维度

（Xara-Brasil等，2018）。Aaker（1996）通过对五大人类个性维度的研究，建立了最成熟的品牌个

性维度理论框架和衡量它们的量表。以往的很多研究都使用品牌个性量表来测量品牌意义。如

文化世界的品牌意义维度，阶级、性别、地位、年龄等（Geuens等，2009）。虽然人类价值观的许多

类型/维度都可以映射到标准的品牌个性维度上，但也有一些可以说是缺失的。品牌意义的范

围比品牌个性要广得多，品牌意义有多种潜在类型，如精致与力量、高贵与粗俗、性感与安全、

自然与非正式、教养与自信、社会责任与真实性等，这远远超出了典型的品牌个性维度所代表

的含义（Batra，2019）。因此，相对于狭隘的品牌个性领域来说，品牌意义领域更为广泛（Batra，
2019）。

综上所述，品牌意义与品牌联想、品牌形象、品牌识别等相关概念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

系（参见表1）。品牌意义来源于有效的品牌联想，品牌联想是品牌意义形成的重要渠道；品牌形

象的凝聚力决定了品牌意义的稳定性，同时品牌形象、品牌识别和品牌文化是品牌意义形成的

三个重要载体；品牌识别是与竞争品牌进行区分的有效工具，是管理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品

牌，具有片面性和稳定性，而品牌意义是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具有全面性和发

展性；品牌个性是品牌识别的核心维度，但品牌意义领域要比品牌个性领域宽泛得多。简言之，

从品牌意义与相关品牌术语的横向辨析中可以看出，品牌意义与上述诸多品牌术语有着密切

的关系，它们都反映了品牌这头“大象”的某些方面（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有交集）。然而，品

牌意义尽管与上述诸多术语有着或多或少的交集，但并不是它们的集大成者。相反，品牌意义

是从“感知性、情境性和互动性”的全新途径回答“品牌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的。品牌联想、品

牌形象、品牌识别、品牌文化、品牌个性等术语均形成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它们的共同默认潜

在假设是“顾客的感知性”，单一维度的顾客感知衡量一切、决定一切。与这些术语重点关注“感
知性”不同，品牌意义的纵向演进表明，品牌意义不仅强调“品牌是什么”的“感知性”，更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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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什么”的“情境性和多主体互动性”，拓展了品牌的社会文化情境因素和多主体感知、多

主体互动等特点，而这种“感知性、情境性和互动性”又因为数字化技术的出现面临着全新的底

层逻辑，因而，将品牌意义作为一个新兴术语成为数字化时代的趋势之一。
 

表 1    品牌意义相关概念辨析

概念名称 概念解释 与品牌意义的联系与区别

品牌意义
品牌意义是个体层面感知的表征，是整体层面文化建构的
产物，更是不同主体经过社会谈判过程而赋予品牌的一种
特有的、不断发展的情感和认知理解

—

品牌联想
品牌联想是与记忆中的品牌节点相联想的其他信息节点，
包含了品牌对于消费者的意义（Keller，2013）

品牌意义来源于有效的品牌联
想；品牌联想是品牌意义形成
的重要渠道

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是指企业或其某个品牌在市场上、在社会公众心
中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它体现了公众特别是消费者对品
牌的评价与认知（Torres和Bijmolt，2009）

品牌形象的凝聚力决定了品牌
意义的稳定性；品牌形象是品
牌意义形成的重要载体

品牌识别
品牌识别是指品牌的独特性和基本理念，使品牌具有个性
的精神、目标和价值观（De Chernatony，2010）

品牌识别具有片面性和稳定
性，而品牌意义具有全面性和
发展性；品牌识别是品牌意义
形成的重要载体

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是指影响品牌在市场中的意义的品牌历史、形
象、神话、艺术、戏剧的文化维度或规范（Schroeder，2005）

品牌文化是品牌意义形成的重
要载体

品牌个性 品牌个性是指与品牌相关的一系列人类特征（Heine，2010）
品牌个性量表可以用来测量品
牌意义；品牌意义领域宽于品
牌个性领域

 
 

三、  数字化情境下的品牌意义相关研究议题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技术对意义的感知性、情境性和互动性等本质特性都形成了颠覆

性的冲击，为品牌意义带来了全新的底层逻辑。借由这种全新的数字情境，品牌意义共创、品牌

意义消解和品牌意义重塑成为品牌意义研究的三个新兴议题。

（一）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共创：从感知到共创

数字化改变了品牌意义的“感知性”基本逻辑，品牌意义的生成正在从“感知”到“共创”转
变。在数字化信息共享与网络平台快速发展的影响下，企业已经逐渐抛弃了管理者（Aaker，
1996）、员工（Berthon等，2009）或者消费者（Mustak等，2013）单独感知和塑造品牌意义的观点。

品牌意义不是由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或企业本身控制的，而是随着反复交互的反思过程产生

的（Wilson等，2014）。品牌意义共同创造（即品牌意义共创）因此成为数字化时代品牌意义研究

的第一个核心议题。

品牌意义共创是“一个分散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可以直接或间

接地、有目的或偶然地进行交互，以塑造品牌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Vallaster和Von Wallpach，
2013）。在社会和经济市场参与者的网络中，多个利益相关者通过互动、对话、交换和资源整合

共同创造品牌及其意义（Vargo和Lusch，2011）。这些利益相关者可以包括消费者、一线员工、品

牌经理、供应商和其他社会群体，他们通过改善品牌的使用，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价值和意义

（Schau等，2009）。新的社交媒体特别支持共同创造过程，为从未在线下接触过的利益相关者提

供了联合品牌相关互动的前所未有的机会（Hatch和Schultz，2010）。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对品

牌有不同的期望（Jones，2005），同时利用不同的资源来维护他们与品牌相关的利益

（Merrilees等，2018）。在线平台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在（未经过滤的）论坛中相互交流品牌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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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Asmussen等，2010）。在线文本的表达增加了管理者对其品牌的意义以及多个利益相关

者与品牌关联的意义（Asmussen等，2010）。总之，数字化时代推动了品牌意义共同创造的产

生。品牌意义共创研究主要包括互动逻辑和情境逻辑两条研究脉络。

一方面是互动逻辑下的品牌意义共创。以往对社交媒体网站上品牌意义共同创造的研究

表明，多个利益相关者在合作对话中共同创造品牌意义（Iglesias等，2013；Vallaster和Von
Wallpach，2013）。品牌可能让个体参与在对话中起主导作用，这些个体在品牌意义的共同创造

中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与品牌和其他个体互动，这种互动改变了意义创造的过程（Muñiz和Schau，
2011）。Rosenthal和Brito（2017）提出了互动逻辑下品牌意义的共同创造过程（参见图2）。互动

逻辑的品牌意义共同创造是一个迭代过程，主要从品牌战略及其内容的选择开始——以品牌

为中心的内容和以与消费类别相关的主题为中心的内容。品牌页面的内容应由品牌管理者根

据内容在粉丝生活中的作用及其潜在反应进行策划，而不仅仅是基于品牌希望传达的意义，从

而制造一系列品牌行动。粉丝通过喜爱、分享、批评、怀疑、建议、赞美、自我表达以及消费者与

消费者（C2C）的交流参与此对话内容。不同类型的粉丝反应通过Kapferrer棱镜六个方面中的

一个或多个的互动，共同创造品牌意义。粉丝对内容策略的反应是不可控制的，但可处理。人们

根据自己的经验、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来阅读、解释和适当使用内容。“来源”和“接收

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对称增加了沟通过程中的误解（Rosenthal等，2017）。品牌意义也总是嵌

套在品牌生态系统的元素中。因此，品牌管理者应该集中精力制作能够减少可能的不对称性和

增加潜在对称性的内容，让粉丝参与交流互动，共同创造品牌意义。
 
 

品牌意义

粉丝反应

怀疑

喜爱

分享

身体

关系
反映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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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习惯类别

品牌行动

事件

应用程序

产品
品牌故事

问题

挑战

知识类别

C2C

文化
心理

个性

图 2    互动逻辑下的品牌意义共同创造过程
 

另一方面是情境逻辑下的品牌意义共创。从交换意义到通过多个参与者的互动构建意义

的思维变化表明，品牌意义是在市场参与者的网络中发展的，因此是有情境的（Merz等，

2009）。情境是指一组独特的参与者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它们最终影响服务生态系统中微观

（如服务交换）、中观（如用户联想）和宏观（如社会文化网络）层面上时间分散的交互作用

（Chandler和Vargo，2011）。品牌意义的共同创造过程需要融入情境因素，如将情感和文化提示

作为管理新兴品牌意义的策略，因为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在确定品牌意义网络话语的过

程中会使用文化和情感提示（Vallaster和Von Wallpach，2013）。Tierney等（2016）提出了情境逻

辑下的品牌意义共同创造过程（参见图3）。McColl-Kennedy等（2012）将服务生态系统视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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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共创的情境逻辑，将共同创造视为市场参与者网络内相互依存的资源整合。这些社会和服

务整合不是线性的和可预测的，而是多重又复杂的，并且嵌入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动态过程

中，这些过程构成价值和意义，创造社会和服务结构，称为服务生态系统（Vargo和Lusch，2011；
Vargo等，2015）。资源的部署、交换和集成通过间接或直接的交互和交换在服务系统中发生。S-D
逻辑文献强调，这些交换和集成活动不仅构成相互作用或服务生态系统的多重相互依存和动

态结构，而且意味着参与者同时嵌入多重相互依存和不断发展的服务系统中（Vargo和Lusch，
2011；Edvardsson等，2012）。情境逻辑下的品牌意义共同创造过程，是一个包含品牌相关资源

整合活动以及情境内多个市场参与者之间交互的过程，从而生成一种社会协商和特质决定的

品牌意义。
 
 

服务生态系统

互动

资源
整合

对话

交换

实践

品牌
产品

共创
品牌
意义

图 3    情境逻辑下的品牌意义共同创造过程
 

此外，文化和情感是数字化时代品牌意义共创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已经将文化和情

感提示作为管理新兴品牌意义的重要策略，因为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在确定品牌意义网

络话语的过程中会使用文化和情感提示（Vallaster和Von Wallpach，2013）。因此，企业可以利用

文化资源和情感策略来促进品牌意义共创过程（Tierney等，2016）。利益相关者的情感受到品

牌及其传播标志、符号以及品牌互动和人际体验的刺激。这些体验在利益相关者与品牌接触的

过程中会诱发主观情绪反应（Tierney等，2016），这被视为一种品牌与利益相关者的语用互动

（pragmatic engagement）形式（Scheer，2012），这种互动充满了意义。在开发品牌的意义和情感

联系时，利益相关者还利用文化和情感线索，如过去的消费体验（Singh Gaur等，2011）。文化和

情感联系是由品牌和其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并在时间和社会背景下发生变化（Tierney等，

2016），从而塑造品牌意义（Gurzki，2020）。因此，情感和文化是参与共同创造过程的基本要素

（Smith，2013）。此外，企业通过战略性地部署品牌人工制品（artifacts）（如蒂芙尼蓝色礼盒）来

通过怀旧促进消费者与品牌的文化和情感联系（Braun-LaTour等，2007），或使用社会文化群体

中的人工制品来提升忠诚度（Hollenbeck等，2008）。换言之，“意义”的结果是由情感与文化的感

性偏见形成的（Tierney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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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消解：从建构到消解

数字化同样改变了品牌意义的“情境性”基本逻辑，品牌意义正在经历从“建构”到“消解”
的转变。数字化使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区隔性、连贯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化融合、文化消

解都成为品牌意义的新“情境”。在数字化带来的这些新情境下，品牌意义的“差距、冲突、共毁”
等意义消解行为成为品牌意义研究的第二个新兴议题。

品牌意义消解是伴随着品牌意义生成而自然产生的过程，如同初创企业一样，随着企业的

发展要么持续壮大要么走向灭亡。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塑造也是充满风险的过程，成功即会

塑造出企业预期的品牌意义，失败则会带来意义的消解。品牌意义消解主要包括品牌意义差

距、冲突和共毁三种方式。

一是品牌意义差距。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是通过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积极对话和

互动过程共同创造的（Iglesias等，2013；Black和Veloutsou，2017）。在品牌意义共同创造领域，大

多数已发表的研究倾向于从乐观的角度看待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互动，这一过程已成为许多

企业营销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Dessart等，2015）。然而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可能因共同创造

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品牌知识的不同而产生差距（Wilson等，2014）。当多样性的品牌意义不能

和谐共生，就会呈现出模糊、无序的品牌意义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本身就具有多义性

（Berthon等，2009）特征，当其具有认知协调性时即成为稳定的品牌意义，反之则会出现认知失

调，即会造成品牌意义差距。Berthon等（2009）认为品牌传播是一致的、简单的、令人难忘的，但

因为接收者知识基础不同，在解释这些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所以会产生多重的、有时是不

和谐的品牌意义。Merrilees等（2012）通过定量研究证实城市品牌的品牌意义受到多重利益相

关者的多重影响，只有这些不同的意义达到认知协调才能变成稳定的品牌意义。Wilson等
（2014）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品牌意义差距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在

组织或品牌所有者构建其品牌意义版本时，消费者群体构建了他们自己的品牌意义。因此，利

益相关者的品牌意义可能是和谐共存的，也可能是不同的，即表现出差距。

二是品牌意义冲突。利益相关者在共同创造品牌意义的同时，不仅会因内外部情况生成有

差距的品牌意义，还可能产生相互冲突的品牌意义。在数字化时代之前，积极参与品牌意义塑

造的利益相关者通常仅限于终端消费者和员工，但数字化环境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聚集

在一起，这些群体在预期品牌意义方面可能存在冲突，造成品牌意义消解（Hollenbeck和
Zinkhan，2010）。首先，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都有一组独特的期望、需求和价值观，其中一些可

能相互冲突（Greenley等，2005）。而数字化环境会放大他们的反应，导致风暴立即蔓延，从而造

成品牌意义冲突。其次，个体和集体的品牌意义互动可能造成品牌意义冲突。这是因为不同利

益相关者群体之间和内部的互动可能造成品牌意义的两极分化，造成支持性和对抗性品牌意

义的出现，它们在个体之间即时转移，从而造成品牌意义冲突（Tarnovskaya和Biedenbach，
2018）。最后，数字化可能造成品牌意义认知冲突。数字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品牌意义的传

播者，互联网更为其提供了传播平台，从而促进了品牌自拍的发生（Presi等，2016）。品牌自拍是

一种特殊的自拍照片，展示涉及品牌的日常消费活动。一些品牌自拍通过提供对品牌的连贯和

无瑕疵的解释来确认和强化品牌意义，而另一些则通过传递异质元素和符号冲突来破坏品牌

意义的稳定性，给人们带来认知冲突，从而消解品牌意义（Presi等，2016）。例如，香奈儿女孩自

拍将香奈儿品牌打造成一个平凡的私人物品，打破了香奈儿公司宣传所创造的排他性和高级

联想，使其他消费者对香奈儿品牌产生认知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消解了香奈儿的

品牌意义。

三是品牌意义共毁。品牌意义共同创造的过程除了会造成意义的差距或冲突之外，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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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意义的共毁，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品牌意义消解行为。消费者参与围绕品牌的创意和创新

的共同创造过程，也会带来消极参与形式的风险（Hollebeek和Chen，2014）。品牌共同创造意味

着企业可能失去对品牌意义的控制（Cova和Paranque，2016；Saleem和Iglesias，2016），可能被推

向不想要的方向（Ind，2014）。共同创造者可能通过非合作性行为滥用他们增加的权力，而不是

作为有价值的贡献者，从而代表一个不可控制的信息来源（Black和Veloutsou，2017）。现有的文

献和现实生活案例都表明，非合作性共同创造者可以戏剧性地模仿最初的品牌意义或表达对

品牌及其意义的负面情绪（Fournier和Avery，2011；Zarantonello等，2016；Hegner等，2017）。在这

种情况下，共同创造就变成了一个品牌意义相互摧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共同品牌发展的过程

（Gyrd-Jones和Kornum，2013）。Kristal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专家与消费者积极

分子通过非合作性共同创造能够颠覆品牌意义。不同形式的非合作性共同创造过程对品牌意

义的影响不同。在其中一种形式中，品牌可以作为模仿和恶作剧的素材（Fournier和Avery，
2011），可以称之为“品牌游戏”。在另一种形式的非合作性共同创造中，品牌被劫持，其意义被

进行毁灭性的负面重新联想（Romani等，2015；Zarantonello等，2016），可以称之为“品牌攻击”。
当品牌被用作模仿的素材时，品牌游戏可以被认可。它的根源在于文化干扰和滑稽模仿的创造

（MacInnis等，2019）。顽皮地颠覆品牌可能会为观察者创造一个积极的、无风险的环境

（Fournier和Avery，2011），但也可能会导致实际品牌信念和感知品牌属性之间的脱节，从而导

致对最初品牌意义的修改。相比之下，第二种形式的非合作性品牌共创则是一种明显具有嘲讽

性和侵略性的品牌颠覆方式，例如，批评品牌所有者的企业行为，如剥削童工和血汗工厂，就属

于品牌攻击。这不仅会给品牌带来毁灭性的普遍后果，还会颠覆品牌意义。品牌攻击比品牌游

戏更能颠覆企业的品牌意义。

通过对以上品牌意义消解方式的研究可知，以下几个因素会影响意义消解过程：

一是新情境。数字化为品牌意义带来了新情境，新情境必然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化促进了网络互联，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品牌意义共创提供了平台，但也为意义的消解

提供了机会（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无论是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失控（Black和
Veloutsou，2017），还是数字化平台上利益相关者互动造成的冲突，都会造成品牌意义消解

（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
二是知识基础。企业传递出的产品相关属性、包装、标识、产品类别联想、品牌名称、符号、

广告信息和风格、拟人化、价格、分销渠道等是一样的（Batra，2019），但因接收者知识基础不

同，在分析、理解这些要素时所起的作用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甚至冲突的品牌意义，从而造成

品牌意义消解（Merrilees等，2012）。
三是目标期望。品牌意义共同创造意味着品牌意义不可能固定或统一（Fisher和Smith，

2011），因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各自的目标或期望，当这些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品牌意义时，

预期的品牌意义就可能存在差异，最终造成品牌意义消解（Hollenbeck和Zinkhan，2010）。
四是非合作性行为。数字化时代品牌意义是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的（Vargo和Lusch，

2011），但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品牌抱着积极态度。当利益相关者抱着消极心态、敌

对情绪面对品牌意义的创造时，就会通过非合作性行为破坏企业的品牌意义（Hollebeek
和Chen，2014），如通过“品牌游戏”“品牌攻击”等摧毁品牌意义，造成意义的消解（Kristal等，

2018）。
（三）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重塑：从互动到重塑

如上所述，数字化改变了品牌意义的“互动性”，数字化在带来品牌意义共毁的同时，也为

品牌意义重塑提供了机会，一些老字号品牌借由数字化获得了新生，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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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也因此成为品牌意义研究的第三个议题。

品牌意义重塑是品牌重塑方式的一种。企业在陷入品牌困境时，多通过品牌重塑的方式重

焕品牌活力和品牌吸引力，此外，还有企业通过品牌创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二者的区别

在于，品牌创新是通过产品、技术、形象、管理等进行创新，创造以前不存在的新事物（张岩松，

2005）；而品牌重塑是基于品牌现状，通过改变或增强品牌要素让它变得更好。品牌重塑是指从

最初规定的企业品牌到新形式品牌的变化（Merrilees和Miller，2008），强调赋予企业品牌新的

意义（Gotsi和Andriopoulos，2007），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文化、身份、形象和标

签的变化（Gotsi和Andriopoulos，2007）。迄今为止，企业品牌重塑研究主要集中在改善形象

（Muzellec，2004）、探讨品牌架构的含义（Lambkin，2008）、保护品牌资产（Lambkin，2006）和更

名战略（Kaikati，2003）等方面。而数字化时代加剧了品牌重塑的复杂性，因为在品牌重塑的过

程中，还不清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将如何应对价值观和身份的变化。更具体地说，对于需求冲

突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品牌重塑过程，人们知之甚少（Lee，2013）。一些关于企业品牌重

塑的研究已经使人们意识到将品牌视为由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的意义组合的重要性

（Iglesias和Bonet，2012）。而且在企业品牌重塑失败的诸多原因中，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品牌意

义，并且已有研究忽略了多重利益相关者对品牌重塑行动的影响（Gotsi和Andriopoulos，
2007）。因此，品牌意义重塑作为品牌重塑的有效方式逐渐受到关注，利益相关者在重塑过程中

的作用也逐渐受到重视。

品牌意义重塑代表了一个复杂的品牌复兴过程，涵盖从“对品牌标识的微小修改”到“涉及

整个公司重组”的诸多变化（Muzellec和Lambkin，2006）。可以通过在企业内部进行内部沟通、

雇员训练、内部营销等方式提高这一过程的有效性（Merrilees和Miller，2008）。在外部，这一过

程的成功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参与”的实现（Miller等，2014）。
品牌意义协商成为数字化时代品牌意义重塑成功的有效手段。数字化时代加剧了品牌意

义重塑的复杂性，因为数字化平台支持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并使他们能够实现网络互

联（Hennig-Thurau等，2013）。先前研究的结果表明，消费者已成为营销中意义创造的主要来源

（Hammerl等，2016），主要通过生成自己的消费体验、服务、产品概念、象征意义和消费叙事来

创造品牌意义（Cova和Dalli，2009）。然而，并非所有这些过程都涉及与企业共同创造品牌意

义，因为即使在已建立的品牌联想中，消费者也可以追求自己的机会目标（Gambetti和
Graffigna，2015）。因此，消费者不能总是被视为品牌意义创造过程中的合作伙伴，他们可以通

过非物质劳动成为品牌意义的生产者（Cova和Dalli，2009）。此外，营销经理需要调整其管理实

践，不仅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需求（Østergaard等，2015），还要考虑参与意义创造过程的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Hatch和Schultz，2010），因为在数字化环境中，其他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除

了营销经理、消费者和员工）在品牌意义重塑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技术驱动的赋权为消

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了组织群众行动的可能性，这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结果，如有效运作

的品牌联想，也可能导致负面事件，如协作品牌攻击（Rauschnabel等，2016）。此外，数字化时代

的交互性、透明性和匿名性增加了各利益相关者群体即时的和经常的对立反应，这会加剧利益

相关者的抵制问题（Deighton和Kornfeld，2009）。因此，在数字化情境下，品牌意义重塑的复杂

性意味着，在积极意义的营造中，不仅要考虑品牌意义共创，还要考虑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品牌意义协商。Tarnovskaya和Biedenbach（2018）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一

次失败的公司品牌重塑。作者在Facebook、Twitter和互联网上的专业论坛收集经理、消费者、设

计师和营销专业人员的各种叙述作为定性数据，发现多方利益相关者群体可能重塑出不同甚

至相互对立的品牌意义，而公司品牌意义重塑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未能进行
 

数字化时代的品牌意义：内涵、研究议题与未来展望
57



有效的品牌意义协商。因此，在数字化环境中实施品牌意义重塑重要的是考虑利益相关者群体

之间的品牌意义协商（Wilson等，2014）。
现有研究对品牌意义重塑过程探讨较少，但已有研究提出了品牌意义重塑过程需要重视

的三种紧张关系：外部形象与内部身份的协调、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接触、市场需求与组

织身份的平衡（Lee等，2013）。第一，外部形象与内部身份的协调。在许多情况下，企业管理者清

楚地认识到围绕传统、身份和价值观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如何导致品牌意义重塑过程中的紧

张。简言之，就是拥抱“新”形象和捍卫“旧”身份的两难境地。管理企业品牌意义重塑需要平衡

和调整身份变化与外部形象。然而，多个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形成企业品牌的多个形象和观点，

这就需要与这些群体进行复杂的互动。第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接触。这种紧张关系与

满足来自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各种期望的挑战有关。管理者普遍认为，利益相关者会对一些品牌

意义重塑活动做出强烈反应。例如，一些企业员工会反对企业进行重塑，因为他们在情感上对

组织有依恋，当发生变化时，他们面临重新认同组织的挑战，因此消极反应成为他们的应对机

制。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如此，由于对组织的期望不同，他们会对企业的品牌意义重塑产生不同

的反应，因此在重塑过程中要重视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沟通。第三，市场需求与组织身

份的平衡。这种紧张关系在品牌意义重塑过程中也很明显。很多企业会在意义重塑过程中迷失

自己，盲目追逐市场热点而忽视自身的定位，使企业的品牌意义变得混乱。因此平衡现在的工

作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品牌方面的斗争也是有价值的。

四、  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本文首次从意义的感知性、情境性和互动性出发，系统地梳理了品牌意义这一新兴营销学

术语的内涵，同时，还将品牌意义与品牌联想、品牌形象、品牌识别、品牌个性等相近术语进行

了辨析，使品牌意义内涵的诠释更加深入，有助于学者更加清晰明确地认识和使用这一术语。

研究表明，品牌意义是个体感知的表征、文化建构的产物、互动协商的结果。此外，品牌意义与

其相近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品牌意义来源于有效的品牌联想，品牌形象的凝聚力决定品牌

意义的稳定性，同时品牌形象、品牌识别和品牌文化是品牌意义形成的三个重要载体；品牌识

别是与竞争品牌进行区分的有效工具，是管理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品牌，具有片面性和稳定

性，而品牌意义是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具有全面性和发展性；品牌个性是品牌

识别的核心维度，但品牌意义领域要比品牌个性领域宽泛得多。因此，品牌意义并不能用其他

相近术语来替代，仍属于一个新兴术语。此外，在系统梳理品牌意义内涵的基础上，本研究揭示

了数字化带来的全新品牌意义底层逻辑，识别了数字化时代品牌意义共创、品牌意义消解、品

牌意义重塑三个新兴的品牌意义研究议题。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品牌意义共创的情境逻

辑和互动逻辑及共创过程，品牌意义差距、品牌意义冲突和品牌意义共毁的意义消解方式，以

及品牌意义协商的意义重塑方式。通过对以上数字化时代品牌意义的共创、消解到重塑的文献

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过程模型（参见图4）。
现有文献已经对品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数字化为品牌意义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情

境，新情境下的品牌意义研究仍有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未来可以通过定量实证研究深入探求品牌意义相关变量的相关规律。未来的研究可

以将品牌意义相关构念视为特定变量，开发品牌意义相关量表，分别探讨品牌意义共创、品牌

意义消解和品牌意义重塑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揭示“是什么”以及“怎么样”影响品牌意义

诸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揭示品牌意义的前因和结果，寻找规律性特征。

第二，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利益相关者在品牌意义演变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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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意义共创、品牌意义消解还是品牌意义重塑，利益相关者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品牌

意义是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创造产生的，品牌意义消解是利益相关者塑造的品牌意义的差

异而导致的，品牌意义重塑是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而进行的。现有研究主要揭示了利益相关

者在品牌意义演变过程中的“定位”，而具体怎样“操控”品牌意义相关变量来推动品牌意义演

绎过程的研究还不足。此外，各利益相关者在品牌意义演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采取的方式有

何异同，其中有什么关联，这些都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

第三，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密切地结合数字化情境，特别是MCN和网红情境。从papi酱、办

公室小野、张大奕、李子柒、薇娅到李佳琦等一大批网红的出现，使通过网红直播销售产品、推

广品牌成为一大有力方式，这也为企业的品牌意义共创或重塑提供了新思路，企业可以通过这

一新渠道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品牌信息，塑造品牌形象，提供更加丰富的品牌联想，而且主播还

可以利用直播平台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协商，从而促进品牌意义的生成或重塑。此外，网红

以及渠道商（包括平台）等本身也会成为品牌的利益相关者，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未来还会

衍生出更多的新兴利益相关者群体。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通过直播等新形式

以及利用网红等新兴利益相关者群体推动品牌意义的塑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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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字化时代品牌意义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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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Meaning in Digital Era: Connotation,
Research Topic and Prospect

Wang Xuedong1,  Chen Xiaoyu1,  Meng Jiajia2

（1. School of Shipp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2. Xinhu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Summary: Brand is a collection of “meaning”. Different from brand positioning, which answers
“who is the brand”, brand meaning mainly answer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brand”.
Digital technology gives brand new features of interactivity, transparency and anonymity, which makes
the importance of brand mean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digital era. Brand meaning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a vague and unclear concept to an emerging marketing term. However, the connotation of
brand meaning in the existing marketing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the new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is still
in an early scattered and fuzzy state.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marketing term
“brand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ption, situation and interaction. Brand meaning is
representation of individual-level perception, outcom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even more, the unique
evolv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that different subjects endow with br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ocial negotiation. Brand mean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brand association, brand image, brand
identity, brand culture and brand personality,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rand meaning is not
the aggregation of many traditional marketing terms such as brand association and brand imag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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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brand meaning answers the cor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bran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perception, situation and interac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brand meaning, this
paper combs the research topics of brand meaning in the digital contex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formed a subversive impact on the perceptual, situational and
interactive nature of meaning, bringing a new underlying logic for brand meaning and emerging topics
for brand meaning research. The first issue is co-creation of brand meaning. Digitalization changes the
basic logic of “perception” of brand meaning, and the generation of brand meaning is changing from
“perception” to “co-creation”. Brand meaning is not controlled by any stakeholder or the enterprise
itself, but is created by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rough interaction, dialogue, exchange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second issue is elimination of brand meaning. Digitalization has also changed the basic
logic of “situation” of brand meaning. Brand meaning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nstruction” to “elimination”. The “gap, conflict, co-destruction” of brand meaning has become the
second emerging topic in brand meaning research. The third issue is reconstruction of brand meaning.
Digitalization has changed the basic logic of “interactivity” of brand meaning. While digitalization
brings co-creation of brand meaning, it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bran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Therefore, reconstruction of brand meaning has become the third emerging topic of brand meaning
research.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evolution of brand meaning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and look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is study will help theoris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nature of brand meaning and its emerging topics in the digital context, and provide new
inspiration for the traditional brand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context.

Key words: brand meaning; digitalization; co-creation of brand meaning; elimination of bran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of bran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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